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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辨·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文化变迁与乡村振兴

吴理财  夏  涛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摘  要：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根基和源头活水。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理性因子裹挟城乡社会急剧转型，农村社会的个

体化转型既全面又深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日渐式微、村庄公共舆论力量的日趋瓦解、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逐

渐消解以及农民对社区认同的持续弱化，对农村社会发展和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文化变迁的根本

逻辑在于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消解和重构。基于此，文章通过对乡村振兴内蕴文化要义的诠释，提出以公共文化引领新时

代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以“农”为本，以“村”为根，从繁荣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培育村民公共理性精神、孵化乡村公共

文化组织、完善村民民主参与机制等方面重塑农村社会公共性，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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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Changes in Rural Area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bstract Culture serves as the spiritual foundation and the source of vitalit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ocieties has been driven by 

modern rational factors.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individu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ety, the gradual 

decline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life, the increasing erosion of village public opinion, the gradual dissolution of the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among farmers, and the continuous weakening of farmers'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have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of rural societ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fundamental 

logic behind the cultural changes in rural areas lies in the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al publicness.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this article proposes reshaping the publicness of rural society by improving the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reviving rural community ethics, nurturing rural social public spirit, and strengthening villag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with the aim of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cultural change; rural publicness; rural revitalization

1  引言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

特定时期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农村

文化的最大特征在于其内蕴的“乡土性”，传统农村

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生产方式造就了充满“乡

土性”的农村文化底色[1]，乡土性也随即成为影响农

民的心理与行为特征的关键因素。近代中国开启现代

化征程后，农村文化总体呈现出封闭性和相对静态

性，农民的文娱活动相对匮乏，质量也比较粗糙。改

革开放以后，传统农村文化在城镇文化的冲击下被不

断割裂、重塑，现代理性因子在广袤的乡土社会中迅

速蔓延，致使以“伦理本位、差序格局”为表征的传统

农村文化发生剧变，呈现出鲜明的个体化特征。新时

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文化振兴已经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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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唯有以大纵深的历史视野来

洞察中国农村文化的变迁逻辑，厘清每个发展阶段的

基本特征，分析导致阶段性变化生成的关键变量，才

能在中国式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把握农村文化的发展

方向与建设路向，以创新的文化治理思路引领新时代

乡村振兴事业。

那么，如何理解“文化”这一概念呢？19世纪英

国人类学家泰勒曾经给文化下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定

义：“文化是……复杂生活的整体，包括了知识、信

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

其他各种能力与习惯。”人们对“文化”的看法千差万

别，因而对“文化”这一研究对象通常难以把握。据

说，当今世界上有关文化的定义高达200多种，但比

较权威且被系统归纳出来的定义当属《大英百科全

书》中引用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阿尔佛雷德·克洛伯

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在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

定义批判分析》一书中所列举的164条定义[2]。克拉克

洪在《人类之镜》一书中论及文化概念时，将“文化”

依次界定为：①“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总和”；②“个

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③“一种思维、情

感和信仰的方式”；④“一种对行为的抽象”；⑤“就

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

理论”；⑥“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⑦“一组对反

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⑧“习得行为”；

⑨“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⑩“一套

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的关系的技术”； “一种历

史的积淀物”。最后，克拉克洪或许是出于绝望，他

转而求助于比喻手法，将文化直接比作一幅地图、一

张滤网和一个矩阵。不同于前者理解“文化”概念的

纠结，威廉斯重点研究了对“文化”的当代用法的分

类，他将其分为三类：①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

学发展的一般过程；②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

期、一个团体或整个人类特定的生活方式”；③用作

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3]。依

据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通过的《文化政策

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文化”的定义为：“从最广

泛的意义上来说，文化现在可以看成是一个由社会

或社会集团精神、物质、理智和情感等方面显著特点

所构成的综合的整体，它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也包

括生活方式、人类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和信

仰……”[4]尽管文化在不同情境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在

笔者看来，它首先应该是一个公共性概念。通过对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笔者认为当代

中国农村公共性在日渐消解——所有的农村文化之

变几乎都是围绕着公共性的消解和重建这根逻辑主

线展开的。

2  农村文化变迁及其逻辑主线

农民私性文化与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结构性失

衡导致当前农民的文化生活也出现严重的“个体化”

问题。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以“独自打

保龄”来形容美国社区生活的衰落那般，眼下中国农

村文化生活也出现类似的“独自看电视”“独自玩手

机”现象。与此同时，一些不健康的文化开始抬头甚

至泛滥，比如封建迷信、赌博等。依照马克思的辩证

唯物论观点：“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

识。”[5]公共文化的衰落必然导致生活伦理和公共精

神的消解[6]。

2.1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日趋式微

受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割、工业优先、

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影响，我国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上长期重城市、轻农村，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日渐式

微。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不但能够提高农民的非物质利

益，而且能够促使农民培养共同的意识信念[7]。文化

建设是乡村社会的建设重心，重视文化建设能够起

到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恢复农民生活的主体性价值

的效用[8]。通过开展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等方式，能够

增加农民之间的公共交往，在这种交往中农民个体可

以获得人生的体验和价值，进而达至一种“低消费、

高福利”的生活状态，进入到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在

‘消遣’而非‘消费’中获得生活的满足”的境界[9]。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式微的后果是多方面的，首当其冲

就是对农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进程形成阻滞。作为衡

量农村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农村社会文化的世

俗化就是农民形成理性态度，促进农民个性现代化

的过程[10]。长期以来，尽管我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资金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常处于较高水

平，但用于农村“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却相对偏低，

尤其是在文化产品供给方面，经常处于不充分、不协

调、不匹配的状态，导致其“协同效应”“边际效应”

与预期相比始终相距甚远，获得总体收益难抵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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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些农民“物质富裕了，精神却空虚了”“口袋鼓

了，脑袋空了”[11]。

据问卷调查数据显示①，影响人们参与公共文

化活动的最大因素是“经费”，高达60%，而受“场

地”“组织”“内容”等因素的影响也都在45%以上，

受“人才”因素影响也占据了25%左右。不难看出，经

费、场地、组织、活动和人才等因素的匮乏是导致农

民文化生活式微的关键。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城乡

社会中的文娱活动主要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性文化服

务为主，城乡居民的私性文化活动始终处于较少水

平，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文化生活需求。以看电视

为例，其在市中心居民的文娱生活中占据了70.27%，

在农村居民的文娱生活中占据了80.44%。由政府所提

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形式还比较单一，主要是一些普惠

性的基础性的文化服务。其次，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

也较少，由政府组织开展的文化工程和演出项目在不

少农村也常常流于形式，很难做到周期性、常态化和

高质量。以政府“送电影下乡工程”为例，能做到每年

下乡12场次及以上的仅仅只占到17.39%，而“从未下

过乡”的地区居然高达40%。此外，“一出老戏，四处

下乡”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不但农村地区文化服务与

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

而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共文化服务的不均衡问题

也十分突出。既有的文化服务无法及时满足居民日益

增长的多样化文化娱乐需求，无法做到吸引村民的参

与兴趣，遑论能够调动他们的参与积极性了。

2.2  村庄公共舆论力量日趋瓦解

乡村公共舆论作为乡村社会重要的内生性规范，

发挥着维持乡村社会公共秩序和规范社会成员言行

的重要功能。在由亲缘、血缘关系为依托建立起来

的，具有封闭性和排外性的传统乡村“熟人社会”中，

“名声”是极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必须经由多年的正

向舆论积累才能获得。但在一个日益开放，认同日渐

减弱，流动性较强的现代乡村社会里，“名声”被视如

鸡肋，村庄公共舆论对于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无

效，各种偏常或失范行为层出不穷。诸如“那是人家

的事”这样的村庄公共舆论，形式上似乎趋向尊重他

人的个人权利和隐私而显得更加包容，实则是公共伦

理道德的式微或消解。人们不再在公开场合或公共

领域谈论、批评或指责社区内某个人的失范或败德

行为，即使人们偶然会讨论与自己社区无关的“大话

题”，但这些大话题不仅失却了在地性，也失却了公

共规范的功能。其次，村庄公共舆论的碎片化和荒漠

化使得乡村社会整体暴露在失序风险之中。乡村公共

舆论衰落的背后隐藏的是公共理念缺失，所带来的

行为后果是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混乱、涣散

的局面，这与我国当前倡导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目

标愿景和建立生产合作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背道而

驰[12]。总之，公共舆论不再以公共利益为旨归了，当公

共舆论失去规约作用，乡村内部相对统一的公德“高

墙”便难免崩解，“私”的观念在市场理性加持下逐

渐泛化，少数村民的越轨行为在公共领域形成“破窗

效应”。在一个以家为单位的中国社会中，家构成了乡

村社会最基本的“私”的单位，而与之相对应的其他

单位则为“公”。哈贝马斯认为，“在有些时候，公共领

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

接抗衡。”[13]当公共舆论不再对村民行为产生规制效

果，农村社会传统的集体意识与公德伦理（如孝道文

化）被个体化因素不断解构。近些年来，有些农村青

年开始心安理得地“吃老”“啃老”，更有甚者在成家

之后频繁抛弃父母、虐待老人，“子多不养亲”的现象

更是并不新鲜，而乡亲邻里对这些情况多是选择视而

不见，即使看到了也多是缄口不言。阎云翔书中所描

述的下岬村境况也在中国乡土大地上不断复制，“沉

默的公共舆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养老机制的关

键——孝道的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14]。

2.3  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逐渐消解

农民与农民之间传统的互惠、互助、合作精神日

益瓦解，以往建立起来的牢固的信任关系网络也被经

济理性所取代。改革开放以后，个体不但从高度集中

的、整齐划一的、无所不包的“总体社会”中“脱嵌”

出来，而且越来越多的个人从家庭、亲属关系、单位

或集体、群团组织和社群等结构性藩篱中解脱出来，

成为高呼“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个

体。转型后的经济体制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生活选择，

以往他们通过积累“人情”来交换服务，而现在更多

是使用货币去购买服务。如今，农民无论是在乡务农

还是进城务工，都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

使得市场的理性原则已经延伸到农民日常生活的所

有方面。以至于人们在行动前，总要问自己“我能从中

得到什么好处？”“这样做值不值当？”于是，人际关

系变成了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农村社区邻里之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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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不复存在，无论是在农

业生产上还是日常生活中，农民之间的劳动关系变成

了即时性的金钱交易，农民也难免不会被市场裹挟，

成为“金钱拜物教”的信徒，最终堕入经济理性的困

局。金钱是理性的具象化表现，能够在潜移默化中

实现对人的行为的规训。一如马克思对金钱的评述，

“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

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

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

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

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

顶礼膜拜”[15]。由于各种理性计算因子开始渗透到农

民的生活逻辑中来，其行为充满着越来越多的变数而

无法有效预期。“农民善分不善合”不再是一个争论

不休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写

照[16]。可以预见，随着货币关系的泛化，农民之间将

越来越原子化，乡亲邻里之间的“人情味”也会更加

淡薄，最后导致缺乏必要的情感联结而使弱势农民处

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2.4  农民对自己的社区认同持续弱化

在一个快速流动、急剧转型的社会里，人与人

的交往是在一种不稳定的、不确定的陌生环境中进

行的。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包括性在内的各种

需要可以通过即时性的交易得到满足，较为稳固的

家庭、社群因此变得可有可无。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1年至2019年粗离婚率变化数据”中可以看出，

我国的粗离婚率自2002年的0.9‰已经攀升至2019年

的3.36‰。结合家庭微观仿真模型的预测，从2010年

到2035年，结婚率将从8.72%一路下跌至4.78%。结婚

对数将从1 175万对减少到657万对；离婚率将从2010

年的2.06‰陡增至2035年的4.38‰，离婚对数将从227

万对上升至603万对[17]。由此可见，这样一种以“个体

化”为内核的社会转型，不仅瓦解了传统生活方式和

道德生活，同时也摧毁了农民生产生活所依靠的村社

共同体，甚至家庭和亲属关系等各种血缘、地缘关系

网络。导致个体农民不但从乡村集体中解放出来，还

从传统的家庭关系、原有的伦理道德中脱嵌出来，处

于一种原子化的流散状态，犹如一盘散沙。

新一代农民，绝大多数已经不再坚守任何“公

共”或“集体”意识了——他们只强调个人的权利，

却无视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不少人沦为“无公德的个

人”。诚如阎云翔所观察到的那样，它导致了自我中

心主义的泛滥。而对于农民来说，对个人利益的重视

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公共事务陷入

了“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的自利经济学陷阱之

中。公共精神是一个共同体或社会的灵魂，一个社会

的公共精神越发达、越充分，这个社会的环境和氛围

就越融洽，每个社会成员享有的社会资源和公共福利

就越丰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农村社会，各

种旧的伦理道德、集体意识正在不断流失，而新的公

共精神却没能及时建立起来，农村公共事业也因此而

逐渐萎缩。由此联想到一个现实之问——为什么近些

年国家财政加大了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资，却仍然没

能吸引广大农民参与其中？且即便是建成了一些公益

性基础设施，农民的参与热情和维护意识也普遍不

高，政府劳心费力推动的一些文化惠民工程在下乡之

后也频频遇冷。因为，农民首先考虑的是：参与这些

公共事业建设，自己能否从中获取即时性利益——政

府是否给予金钱报酬以及所给报酬是否高于外出打

工的收入，而不是因为这项公共事业能够给他们带来

长远的利益。尤其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除了土地在

名义上仍然属于集体以外，农民与村集体几乎不存在

任何其他的实质性关联。村庄的公共事务乏人问津，

甚至无人参与，农村的公益文化事业建设遭遇“冷漠

的大多数”。

3  农村文化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逻辑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格局中的关键一极，农村文

化建设的推进对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助

力作用。如何把握农村文化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

联，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解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

要正确理解“乡村振兴”内涵要义，充分把握农村文

化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继而通过文化建设来

重塑村庄公共性，形成“以文化人、以文促治、以文弘

业、以文赋能”的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机制。

3.1  如何理解“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能够等同于“乡村发展”吗？一般

而言，乡村发展在狭义理解上主要是指乡村的经济发

展。既然谈到振兴，就说明“乡村”是个“具有价值的

好东西”。如果只是简单地将乡村等同于，有别于城市

的“地方”“地域”或“（地理）空间”，就谈不上是值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文化变迁与乡村振兴

74

得振兴的“好东西”。同样地，如果只是将乡村理解为

以发展农业为主的农村，那么即便是采用了最现代化

农业经营模式的村子，这个村庄也并非是实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振兴”，而仅仅只是停留在了经济充分发

展的单一指标上。

能够引起人们“乡愁”的乡村，必然是一种饱含

文化性的“好东西”，笔者将其理解为一种独特的（不

可替代的）、可欲的社会生活方式，其社会生活所蕴

含的主要价值是：团结、互惠、合作、信任、亲情、守

望相助等。或许这些才是我们“乡愁”之所系，而不仅

仅是对乡村景致、田园风光乃至慢生活的留恋。从这

一角度思考，似乎可以解释为何一些人为制造的文旅

小镇、新农村无法让人产生乡愁。乡村作为一种典型

的人类社会生活形态，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不会

被城市所取代，况且也无须被城市所取代。乡村和城

市都是人类值得珍视的重要生活方式，各自有各自独

特的社会价值。城市有城市的繁华和新鲜，乡村有乡

村的温情和闲适，两者应该是共存、共生、共荣的，而

不应是强硬地扩张城市而减少农村、变农民为市民。

从现有的研究论述来看，大多数学者还是主要

从产业、经济或者技术层面来论证乡村的价值的。譬

如，乡村的功能或价值是“保障粮食安全”[18]，中国现

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19]，具有“生态涵养功

能”“休闲观光功能”，等等。极少人能够从社会（包

括文化）的视域来审视乡村的积极价值——亦即乡村

作为人类一种不可替代的、值得珍视的、且可欲的生

活方式，它不但需要得到保护和传承，而且需要得到

不断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说，把乡村振

兴战略放置在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顺应亿万乡村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高度来

认识和把握其深远意义，并不为过。

3.2  文化组织之于弱势农民的托庇价值

乡村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一域，也是人类

社会进步发展的源头和重要依托。在传统社会里，单

个的农民主要是依赖家族（或宗族）、村社共同体以

及乡绅阶层主导和协调来解决生活难题、规避生产风

险的。在集体化时期，农民主要是依靠基层政府和村

社集体来解决这些问题。而进入个体化社会，理论上

来说，至少可以采取三种方式来解决：一是组织的方

式，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或加入某种现成的组织（以

往包括宗教）来重构农民互助合作模式；二是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能够解决其中某些基础性问题；

三是市场的方式，即通过购买、交易等途径来解决。

然而，在一个完全个体化的农村，农民几乎不可能重

新组织起来了。更为糟糕的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仍

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即便有些地方建立了公共服务

体系，但其服务的能力与效力并不令人满意）。也就是

说，在现实中农民不仅可以通过市场化机制解决生活

互助和生产合作的问题，还多了一种新的选择——文

化组织内的成员互济。问题是，农村中的老人、妇女、

疾病患者、残疾人和鳏寡孤独等往往是市场经济中的

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他们无力依靠市场化机制来求

得生产生活上的合作可能。一旦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社

会化服务供给不足，加入文化组织便成为他们最便捷、

最廉价、最容易获取互助和合作机会的上上之策。

那么这些农民为什么不加入经济合作社、协会

等类似的组织呢？稍微了解农村的人都知道，在农村

里的这些经济组织也大都是乡村精英（能人）的“游

戏俱乐部”，农村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往往被排斥在

外。詹姆斯·斯科特观察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农村

弱势群体通过加入某一组织来获得组织庇护和成员

帮助，边缘群体可以借助组织来建构自己的“隐藏文

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意识形态），消解自身在乡村社

会结构中的劣势处境，或者建立属于他们的认同感

（以与优势群体相区隔）、道德感（重新评价优势群

体）、以及自尊感（自我意义建构）[20]。不难理解，由

于市场经济本身包含着一种筛选机制，它往往将一个

村庄分化为两大群体，一部分人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

经济，这些人往往被成为“能人”，另外一部分人则被

市场经济淘汰，沦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相对于前

者，后者更倾向于加入那些没有门槛、成本较低而又

可以获得求助机会的文化类组织。一如德国社会学家

斐迪南·滕尼斯对“共同体”的概念界定，他认为“共

同体”是在情感、依赖、内心倾向等自然感情一致的

基础上形成的密切联系的有机群体，如亲属关系（血

缘共同体）、邻里关系（地缘共同体）、友谊关系（精

神共同体等）[21]。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化组织往往充

当了一种精神共同体的作用，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弱势

群体慰藉心灵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在里面寻求伙

伴帮助和组织依靠。由此可见，文化组织的发展可以

看作是对现代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的一个回应：农村

福利制度的不完善、互助互惠网络的消解、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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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式微和日益加剧的“流动的生活”，都为农村文化

组织的发育提供了现实理据。

3.3  乡村振兴内蕴的文化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

铸魂。”[22]从这个角度理解，乡村文化振兴就是“铸

魂”工程。这个“魂”，便是公共精神或公共性。乡村

如若失去了内蕴的公共精神和公共性，便只能算是

“空心”的生活空间集合，自然也丧失了孕育“乡愁”

的可能，更是不再有人情味。由此可见，文化建设理

应首先着眼于乡村社会公共精神和公共性的重塑。诚

如本雅明所言：“在艺术作品的可复制的时代中，枯萎

的是艺术品的‘灵韵’。‘灵韵’不可能被模仿……”[23]

其次，治疗中国乡村个体化病变，公共性建设也是其

中一味不可或缺的良药。重建乡村公共性，成为乡村

振兴最紧要的历史使命。可是，学界对此所进行的研

究却乏善可陈，对于生逢当代的新时代学者而言，必

须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去研究和探讨当代中国乡村

文化发展和振兴问题，以文化治理思路影响乡村振

兴，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新时代文

明乡村。必须认识到，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

多元的现代性乡村社会中，公共性对于如何整合多元

阶层、增强社会动员力、凝聚社会集体意识具有重要

意义。公共性的形成及特点不仅仅与村庄内部社会结

构、权利结构有关，也与外部国家权力介入程度、权

力介入方式密切相关。总之，治疗中国乡村社会个体

化病变，必须从国家和乡村社会两边同时发力，最好

是二者能够建立一种良性的互赖式治理关系。

3.4  以公共文化建设引领乡村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关键在人，文化工作者在其中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是要扮演好文化制度建设者

角色，要大力推进农村文化制度体系健全完善，尤其

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其次要扮演文化活动组织

者角色，组织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创新多样化的文

化表现形式；最后是要扮演好文化内容创造者角色，

创造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

化，为基层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本就是一个公共性的东西，几乎所有的文化

活动都是公共活动，透过一定的文化活动能够培育生

长出一定的公共意识和合作精神，甚至可以通过文化

达致社会治理的目的——实现“文化引导社会、教育

人民、推动发展”的建设目标。就像武汉百步亭社区

治理经验所揭示的那样，做到“社区靠群众，群众靠

发动，发动靠活动，活动靠文化”。我们党的许多农村

工作，靠的就是“用文化发动群众”。文化最容易聚拢

人气，文化最容易展现精神气。近几年来，风靡城乡

的广场舞就是极好的例证。农村妇女通过跳广场舞，

将她们从麻将桌上或家庭教会中“解放”出来，不但

强健了体魄、愉悦了身心，还增进了邻里感情，和谐了

社会，使死气沉沉的乡村社会重新焕发生机。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创造健康有益

的公共文化内容。公共文化服务的主旨不是这个服务

本身或是它提供了什么样的“公共文化产品”，而是通

过它来建设文明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在个体化加

剧的新时代中国，这样的旨向依归更具现实意义。其

次，通过公共文化的建设，能够达到建构公民的主体

价值和重塑村庄的公共理性或公共精神的目的。对于

政府而言，一是要做到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力量，探

索建立激励机制，促使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二是要鼓励发展多类型的民间文

化组织，提升农民自我组织能力。譬如，大力扶持农

村老年协会、妇女组织、广场舞队、地方戏剧团、文

化志愿者队伍等各种公益社会组织等。三是要推动

建成群众民主参与机制，促使人们积极参与到各种公

共文化活动中来，激发农村公共文化的内源性建设动

力，真正实现从“上面送文化”到“自己种文化”的主

体性转变。总体而言，重建公共文化、再造公共性不

仅是一项复杂而又浩大的系统工程，更是一个需要

持久发力的社会性工程，这必然离不开广大人民群

众的参与和支持。精神文化的繁荣能够增进人们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一如恩格斯所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

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4]。发展必须最终以文化

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的目标。由此

可见，可持续发展和文化繁荣是互相依靠，彼此成就

的。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每一个进步，也必然是迈向

乡村振兴的重要一步。

4  结语

文化作为一种浸润人心的软力量，能够在国家建

设和社会治理中发挥关键的动员和鼓励作用。文化也

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是评价社会集体意识强度

和公民幸福感的重要指标。正如笔者一贯强调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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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当代中国农村文化之变的核心是公共性的消解和

重构，直接表现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衰落和重建，

因此乡村振兴的关键理当首先着眼于农村文化中公

共性的重塑。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

与消解不仅破坏了原本的稳定规范的乡村社会秩序，而

且带来了一系列的乡村社会治理问题。尤其是农民个体

化趋向加剧导致的个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集体冷漠，

疏离化的农民个体愈发难以联结和团结。在主体缺位

的乡村社会中，公共精神和公德伦理已经不复存在。

本研究基于长时段的史学视野，通过对农村文

化的变迁逻辑进行梳理、分析，从农村公共文化生

活、村庄公共舆论力量、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和

农民的社区认同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文化

之变”进行审视。提出将个体化进程中的弱势农民群

体从亚文化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健康积极的

主流乡村文化生活，并从重塑乡村公共性角度出发，

呼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创建文明健康

积极的文化活动形式；增强公民的主体价值，动员村

民广泛参与文化创造，培育乡村社会公共理性；重塑

农村公共精神和公德伦理，最终实现“以文化人，以

文促治，以文弘业、以文固基”的农村社会高质量发

展愿景。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3年所做的来自20个省80多个市（区）的1 244份有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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